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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创新逐渐成为企业在激烈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竞争优势。实践中许多企业认为数字平台对于数字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但数字平台能力影响数字创新的边界效应在理论上尚不清晰。基于动态能力理论，通过构建数字平台能力与数字创新的研究模型，分析两者相互作用的机制以及知识共享和组织敏捷性在其中的调节效应。以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基于313份调查问卷对模型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平台能力通过平台整合和平台重构两个维度促进数字创新的实现，组织敏捷性和知识共享在数字平台能力与数字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数字平台仅靠自身难以对数字创新产生影响，还需要组织敏捷性和知识共享行为来调动与利用数据和信息资源的流动，进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数字业务强度对组织敏捷性和知识共享与数字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鉴于此，制造企业需要认识到构建数字平台能力的重要性，并明确数字创新的重要性和可操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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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gital Platform Capabilities on Enterprise Digit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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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apidly evolving global digital economy,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need to break through traditional models and establish their own digital platforms to achieve digital innovation.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companies to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While many companies recognize the critical role of digital platforms in driving innovation,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boundary effects of digital platform capabilities on digital innovation remains unclear. Based on the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digital platform capabilities influence digital innovation and investigates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gility and knowledge sharing,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digital business intensity.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a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a total of 313 valid survey questionnaires are collect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model assumptions. The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digital platform capabilities promote digital innovation through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platform integration and platform re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al agility and knowledge sharing partial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platform capabilities and digital innovation, the flow and utilization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facilitated by organizational agility and knowledge sharing are crucial for driving innovation. Digital business intensity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gility and knowledge sharing on digital innovation, suggesting that high-intensity digital business environments may constrain these relationships. The research findings contribute to the theoretical literature on digital platform capabilities and digital innovation by providing new insights into their interaction mechanisms. Additionally, this research offer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to enhance organizational agility and knowledge sharing as part of their efforts to utilize digital platforms more effectively and impro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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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加速发展，数字化转型成为当前潮流。日趋成熟的数字技术不仅为企业正常运转提供了坚实保障，更在后疫情时代为企业探索新的发展路径指明了方向。企业需借助数字技术提高数字能力，塑造核心竞争力，并持续推进数字创新活动。由此企业迫切需要提高自身数字创新水平[1]。数字创新逐渐成为企业在激烈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竞争优势，以Guo等[2]、Nwankpa等[3]为代表的学者们开始探索数字技术如何对数字创新产生影响。特别是对于制造企业而言，数字平台和内部数字业务生态系统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可以打破组织界限影响数字创新[4]。
目前关于数字创新的研究多数强调组织所采用的信息技术，如企业系统、移动技术和计算机设备等对其影响。Fichman等[5]的研究表明数字基础设施为新技术的出现提供了支持，为数字创新提供了动力，进而促进了组织结构和行业的转型；而Wu等[6]从不同电子商务类型所依托的信息技术基础出发，研究了技术变革引发的创新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Yoo等[7]首先在研究中提出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IT）基础设施等数字产品本身对数字创新的影响。一些学者基于数字创新生态视角，重点关注了数据、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等。如Chae[8]采用复杂网络概念作为理论基础，指出数字创新通过变异和选择性保留两种非线性机制不断演变，有助于管理人员作出明智的战略改变和决策；张玉明等[9]将数字平台看作数字创新生态中的基础，异质性数字主体构成了数字创新协同网络系统，从宏观层面构建国际化数字创新的多层次螺旋演变框架；张培等[10]则通过案例研究探讨了企业与不同互补者之间的迁移型和原生型互补关系对数字创新生态演变的影响机制。另外，部分学者从企业组织环境视角出发探索其与数字创新之间的联系，Yoo等[11]从3个角度探索数字创新特征的组织研究影响，强调管理信息系统在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洪江涛等[12]以制造业为背景，从数字可供性理论出发，明确了组织环境在数字创新中的重要性；Kalaignanam等[13]研究组织在环境变化时如何进行内部变革以应对突发情况，该研究对于解释转型和敏捷性对创新具有重要影响；Shahzad等[14]则探讨了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从而实现可持续绩效目标和自身竞争力提升。
从实践来看，许多企业则认为数字平台对于数字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如阿里巴巴、海尔等企业积极建立自身数字平台，且数字平台为企业应对突发状况提供了外部资源，同时其可以打破组织边界的限制，积极发挥主动性和敏捷性，以获取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尽管有学者已经开始展开对数字平台的研究，但是目前与数字平台相关的文献仍然有限[15]。最早对于数字平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学领域，如Kaine等[16]在数字零工经济背景下探讨数字平台行业带来的相关影响。之后研究热点转变到电子商务领域，企业开始关注数字平台对消费者产生的影响，如Geng等[17]研究了中国电子商务平台背景下网络名人代言对零售商营销绩效的阶梯效应。当前大部分关于数字平台的研究基于企业自身商业模式搭建或是消费者市场导向，如海尔的卡奥斯平台（COSMOPlat）使用数字技术将产品、供应商资源、用户、物流合并到一个平台之中，支持消费者参与产品的完整过程（可见于Li等[18]、Pauli等[19]研究）。然而，针对制造企业与其他合作企业之间搭建整合的数字平台的研究还甚少。Karimi等[20]、Wang等[21]研究表明，数字平台作为互动和开放交流中介，消除了数字经济的界限，使得所有参与合作企业可以实现价值共创，而数字平台能力促进了公司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行为，可以为公司提供更多潜在机会。
[bookmark: bbib0032]动态能力是企业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并增强竞争力而不断更新的能力，它涉及到对内部和外部资源的构建、重构以及资源的整合，体现了企业的高级能力。数字平台能力可视为企业的一种重要动态能力，而动态能力的实现离不开组织内外部成员的协作与统一。只有拥有良好关系的组织才能实现动态能力的提升，以发挥数字平台能力的作用。组织敏捷性是指在市场环境的复杂和不确定下企业快速反应的能力[22]。众多企业发展自身信息技术能力来更好地应对外部动荡并且发展组织敏捷性【句式杂糅】[23]，组织通过数字技术驱动的敏捷性可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24]。当企业处于组织敏捷性较低的状态，将会大大减缓组织内部调整变化，难以跟上外部环境变化，进而导致自身创新能力较低。由于数字平台能力的实现，特别是平台整合和平台重构，都依赖于组织在面临持续变化的外部环境时能够敏捷地调整现有工作流程和模式，快速整合现有内外部资源，及时实现企业创新；同时，根据Cuevas-Vargas等[25]、Deng等[26]的研究，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强了企业之间的协作和沟通，数字平台间的整合使得信息能够被轻松分享，这对知识共享产生了重大影响。知识共享是企业和供应链网络中的其他合作伙伴为了自身及双方共同利益，对研发知识、技能和经验等进行交流和沟通，是知识管理的重要过程之一[27]，而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知识共享的合作企业之间更有可能实现创新绩效。由于数字平台能力中平台重构和平台整合包含了组织与合作伙伴之间对数字技术知识的传递整合，知识在供应链中高效流动，组织吸收这些知识进行并将其嵌入到日常管理运营中，进而实现数字创新。即较高数字平台能力的企业会具有较多的知识吸收和应用的机会，从而有效地对拥有的知识资源进行整合重构，因而更有可能实现创新。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发掘数字平台能力对于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机制，探讨数字平台能力如何通过组织敏捷性和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影响数字创新。
再者，数字平台能力影响数字创新的边界效应尚不清晰。在当下数字化的商业环境中，拥有数字平台能力的企业在进行业务流程运营和产品优化时，可以使用先进的数字技术，这使得组织能够熟练掌握这些技术，实现组织内外部知识的高效流动和共享，同时提升组织应对变化的敏捷性，进而促使企业创新绩效的实现。数字业务强度则可以体现企业数字技术和应用在业务活动中的普及程度。企业对数字业务强度的投资越大，其利用资源创造收入的能力就越强。因为具有高数字业务强度的组织可以将更先进的数字技术应用于企业内部的各个领域，进而提高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因此，我们认为数字业务强度在企业行为与数字创新中起到一定调节作用。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构建研究模型，以深度理解数字平台能力和数字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1 研究假设
1.1数字平台能力对数字创新的影响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及传统行业的融合是必然趋势。对制造企业来说，构建数字动态能力是其在面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挑战时必须采取的一种策略，它决定了企业后续战略的转型[28]，也说明数字动态能力服务数字创新战略[29]。
数字创新是利用数字技术产生的新现象，如产品创新、数字化业务流程和模式创新，其能够促进企业更好地进行数字化转型[11]。随着大数据分析、物联网、数字平台、社交媒体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出现，传统制造行业中掀起了企业加速转型和升级浪潮，以实现数字经济的快速增长[30]。数字技术的兴起使得企业间实现了更快连接，推动了信息的互通和资源的整合，组织可以通过管理并应用这些数字技术提高创新能力和自身竞争优势。Liu等[31]、Sestino等[32]学者认为制造企业应采用数字创新作为一项重要驱动力，以实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并提高组织绩效，打造自身的竞争优势。
数字平台则具有标准化、模块化等特征，使得制造企业与其他合作伙伴的标准化接口能够提高自身组织和外部互动的开放性[33]，但是仅仅使用数字平台难以提高企业自身绩效，因此数字平台能力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企业具有了数字平台能力可以进行信息的访问、获取和共享，并且能够将这些信息反馈输送到信息平台内部，有利于企业精确了解和捕获相关信息，来及时实现相关需求[34]。具体来说，对于平台生态系统中的各方可以共享信息和资源并创建新的信息[35]。数字平台能力使企业能够和其他平台合作伙伴进行零边际成本的高效沟通，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并从创新中创造价值[34]。徐恬等[36]考察了IT业务联盟对数字创新的影响，将IT基础设施考虑进来，认为组织利用信息技术可以有效实现其业务目标，最终实现数字创新；罗兴武等[37]以案例研究的形式深入探索平台企业数字创新能力的塑造机制；Jiang等[4]将数字平台能力分为数字平台整合和数字平台重构两个维度。其中，数字平台整合表示企业集中整合平台内部信息的能力，可以增强内部沟通和协调[38]。数字平台重构代表了企业通过平台技术框架获得平台资源的能力，平台通过规范每个合作伙伴，为处理沟通和冲突提供了方向[35]。综上，本研究认为组织的数字平台能力是利用数字平台促进高效协调组织资源，实现组织更好运转的能力，并参考Jiang等[4]的做法将数字平台能力划分为两个维度。
动态能力理论认为，组织需要对外界变化的环境作出快速反应，组织必须有能力高效整合和吸收有用的信息资源，形成快速调整资源分配和利用的运行方式，才能获得企业稳定的竞争优势和创新成果[20]。如今，数字平台可以视作一个多边市场，在这个市场中随时面临其他合作伙伴多变的情况，平台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更好整合多方资源，为实现数字创新提供丰富资源支持。由此可见，数字平台能力可以将平台资源转化为数字化能力的一种方式[39]。具有优秀数字平台能力的企业能够有效地整合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内外部资源，进而成为实现数字创新所需的资源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1：数字平台能力对制造企业的数字创新有正向影响，具体而言，数字平台整合和数字平台重构均对制造企业的数字创新有积极影响。

1.2数字平台能力对组织敏捷性的影响
组织敏捷性被定义为公司有效识别和应对不完善的市场中各种机会的能力，同时进行必要的措施来抓住和利用机会[40]。与传统企业间线性联系不同，数字平台的普及和搭建织起了一张信息资源相互交织的巨大网络，而这些资源中隐藏着众多重要价值，这就需要依靠组织积极调动内部各单位，发挥其敏捷性，有效地从内部单位和外部合作伙伴中提取信息数据，并相互学习技能。数字技术的成功实施与整个组织的资源和能力都有重要关系，有助于构建数字平台能力，着重发展其核心功能以加速数字化[20]。当前数字平台能力的重要性已经由IT层面转移到战略和管理层面，如Sambamurthy等[41]【与后文标注不一致，请核实。且确认上文中的文献40引用序号是否有误。且注意若修改为文献40后，未找到文献41的标引。请一一核实标引序号是否有误】从组织敏捷性角度对平台策略进行研究发现，企业平台应强调探索性创新和开发性创新间的平衡，以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数字平台能力为组织敏捷性的实现提供大量超前的数字技术。首先，数字平台整合促进组织的沟通和协调，依靠信息、计算和连接技术的组合实现信息快速流动和资源共享[35]。平台整合不仅包括企业内部采用先进信息技术，还包括与外部关系之间的技术元素和平台融合等。如某些制造企业与平台企业合作，利用平台企业多边架构形式促进自身创新绩效提升。其次，数字平台重构也可以促进合作伙伴间知识和关键技能共享，利用从平台收集的数据和信息来拓展他们的敏捷性[35]。最后，动态能力的发挥不仅取决于组织应对的外部环境变化，还取决于组织内部协同响应。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企业能够通过数字化转型来改进自身流程，如IT能力、IT同化和信息处理能力等[42]，而这些都与组织敏捷性息息相关[24]。我们认为数字平台能力可以提高组织灵活性和快速反应能力，进而在竞争中发挥自身潜力。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2：数字平台能力对制造企业的组织敏捷性有正向影响，具体而言，数字平台整合和数字平台重构均对制造企业的组织敏捷性有积极影响。

1.3数字平台能力对知识共享的影响
Ritala等[43]、Heiman等[44]指出，知识共享本质是一个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过程，企业需要与合作伙伴分享一些内部知识，通过交换原则来获取能提高自身创新的外部知识，这一交换过程增强了公司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吸引力。而知识转移的过程需要相应的媒体承担，信息技术的出现提高了转移效率。数字平台在如今互联网和数据丰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支持信息共享和管理，还使得企业之间可以通过这些丰富的信息传输集成渠道进行互动，从而实现知识转移和共享。数字平台整合可以将各种分散的信息和技能集中起来，为组织提供获取和积累多样化知识的机会；而数字平台重新配置能够实现技术和资源的合理优化改善，允许公司和内外部合作伙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从而获得更翔实和精细的知识，实现知识的高效流动[21]。
[bookmark: bb0135]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越来越多学者开始深入研究数字平台领域和知识流动之间的关系。为了增加技术优势，企业必须具备知识管理和预测的能力。数字平台可以看作为包含内容和服务的数字资源集合体，促进企业和合作伙伴之间的交流与互动。Khan等[45]探讨了导致制造企业敏捷性和创新绩效低下的原因，实证结果表明知识吸收能力有助于企业组织利用数字平台能力以提高其敏捷性和创新性能。与消费者市场不同，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或交易更为复杂，如Karimi等[20]对报纸企业进行研究发现，数字平台能力使其能够利用数据库资源与合作伙伴进行业务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可以收集和积累合作伙伴甚至消费者的信息与知识。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创新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46]。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可以优化动态能力机制，加强企业之间的联系，在企业和合作伙伴之间实现冗杂信息知识的快速分享。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3：数字平台能力对知识共享有正向影响，具体而言，数字平台整合和数字平台重构均对知识共享有积极影响。

1.4组织敏捷性和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建立动态能力来利用IT资源、组织资源和管理资源来捕捉新的市场机会，获得知识和新技术来形成企业竞争优势，对企业																																																																																																																																																																																																																																																																																																																																																																																																																																																																																																																																																																																																																																																										实现数字化驱动创新具有重要的作用。学习能力是动态能力的核心，而组合能力是动态能力的关键，使企业能够整合内外部资源，并将学习成果应用于竞争环境。不同学者对动态能力的维度进行了不同研究和划分，Eisenhardt等[47]认为动态能力应包括特定的企业战略流程，如战略决策和联结等；Borch等[48]将动态能力进一步划分为内部和外部的重组与集成能力、资源获取能力、网络自学能力以及协作创新能力4个维度。数字平台能力可视为企业一种重要的动态能力，以提高其敏捷性和创新性能。
数字平台能力为组织敏捷性提供了数据支持和信息基础。通过数字平台，企业可以获取实时准确的数据和信息，使得企业能够更深入地洞察市场和业务情况，及时发现潜在的机遇和挑战。这种信息的迅速获取与传递加强了企业内部的沟通和协作，有助于企业迅速响应变化。Sherehiy等[49]、Braunscheidel[50]认为，只有具备敏捷性的组织，才能迅速适应新的数字平台技术和工具，充分利用数字化带来的机会，促进数字平台能力的发挥，加速业务流程的优化和创新，并进一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自主性。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具有较高敏捷性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响应需求并提高创新表现[51]。因此，组织敏捷性在数字平台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数字平台能力为企业提供了数据整合、信息传递和业务优化的支持，使得企业能够更高效地获取、分析和利用信息。而知识共享强调将知识、信息和经验在组织内部进行传递和共享，因此当企业内部的知识得到有效传递和分享时，员工能够更好地理解数字平台的功能和应用场景，并掌握如何在实际业务中运用数字平台来解决问题和推动创新。知识共享能够加强员工之间的合作和沟通，促进跨部门和跨功能团队的协作，从而推动数字平台能力在整个企业中的推广和应用[52]。当企业内部的知识得到分享和交流时，员工能够更加开放地讨论创新点子和想法，营造积极的创新氛围，并形成共同的创新理念，推动创新的产生和实施。根据Kogut等[53]、Nambisan等[54]、Boun																																																																																																	cken等[55]的观点，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通过知识的共享、整合和发展，可以将数字平台能力转化为企业的创新动力。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4和假设5。
[bookmark: _Hlk97725833]H4：组织敏捷性在数字平台能力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具体而																								言，组织敏捷性在数字平台整合与数字平台重构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H5：知识共享在数字平台能力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具体而言，知识共享在数字平台整合与数字平台重构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1.5 数字业务强度的调节作用
 根据动态能力理论，组织需要具有随外部环境不断变化而快速调整自身战略和运行的能力。因此外部环境的不断改变对于组织锻炼并提高自身能力尤为重要。数字业务强度（digital business intensity, DBI）是指公司对大数据、云计算、移动技术、人工智能（AI）和社交媒体等新兴创新数字技术的战略投资程度，体现了数字技术和数字化应用在企业业务活动中的广泛程度[56]。数字业务强度可以衡量组织在数字创新方面的投入程度，揭示企业识别和探索数字机会的能力。Nwankpa等[56]指出积极主动加强数字业务强度的公司可以与供应链中的合作伙伴（如供应商、贸易伙伴和客户等）建立数字连接并充分利用【充分利用什么？】，提高知识转移和协同作用，加强业务战略【词语搭配不当】最终提高绩效。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当企业的数字业务强度较高时，意味着企业拥有较高的数字技术投入，这可以帮助组织依靠数字技术调整组织战略，实现更快速高效的动态调整。
数字化转型需要使用新的数字技术来实现业务改进。企业可以集成云计算、移动技术、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等工具，在供应链中实现数字连接和交流，这种合作型业务方式有助于降低参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绩效水平[56]。当企业具有较高的DBI时意味着企业对数字化新技术进行了大量投资，因此具有较高的IT能力。IT基础设施能力的高度发展对于企业调整其IT战略以实现业务目标至关重要，同时可以协助管理者在IT战略制定和实施中利用大数据分析能力等工具作出更好的决定[36]，组织依靠数字技术与内外部合作伙伴建立数字联动，能够更加快速高效地调整战略，进而对数字创新产生影响，因此企业通过提升组织敏捷性实现数字创新的依赖性有所降低；相反，当企业具有较低的DBI时，其与合作伙伴之间的数字联系程度降低，IT能力也趋于僵化，导致战略调整不够灵活难以迅速应对变化，这就需要组织敏捷性来快速调整应对变化，因此组织敏捷性影响数字创新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6：数字业务强度对组织敏捷性对数字创新的影响具有消极影响。
具有较高数字业务强度的企业，通过运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加强了与合作伙伴的内外协作和互动，从而使得信息共享更为流畅，企业进行知识管理变得更加便捷。根据动态能力理论，数字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组织内部的协作，企业DBI水平较高时，可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数字技术来促进合作伙伴之间的紧密连接和合作。这种方式使得合作伙伴之间相互积极参与对方项目，直接从对方那里获取有价值的知识，同时获取知识成本较低，速度更快更便利，这些知识可以为企业实现数字创新提供价值。因此企业通过知识共享实现数字创新的依赖性降低，知识共享对数字创新的效果减弱[57]；当DBI水平较低时，意味着企业对数字技术的投资程度较低，企业与合伙伙伴之间通过数字连接进行知识转移比较低效，难以汲取有利于数字创新的知识，这时需要通过数字平台能力中的平台整合能力，使供应链网络中成员分享有价值的知识，增强知识共享对数字创新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7：数字业务强度对知识共享对数字创新的影响具有消极影响。
综合以上，本研究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与假设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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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 样本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探讨的是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平台能力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机制，因此以具有数字平台的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在问卷设计中引入“贵公司是否使用数字化平台”这一问题，以排除那些未采用数字平台的企业。问卷主要借助校友网络、企业合作关系等进行发放，由熟悉企业经营状况的工作人员进行填写。共发放调查问卷350份。在剔除那些明显回答不认真或无效的问卷后，有效问卷数量为313份，问卷有效率为89.43%。在工作年限中，工作年限以4～6年、6年以上为主，两者占比均为37.4%。在受访者职务中，受访者大部分为中层或基层管理人员。在公司所属的行业中，电子产品制造业、机械制造业这两个行业相对较多。
[bookmark: _Hlk102314816]本研究所涉及的核心变量均引用了成熟量表，其中组织敏捷性、知识共享、数字业务强度和数字创新为英文量表，通过对英文量表回译形成准确的中文表述；同时，在使用成熟量表的基础上，咨询业内专家学者以及具有实践经验的企业管理人员，对量表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修改。变量测量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其中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要求被访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评价。数字平台能力的量表，主要结合Jiang等[4]、Benitez等[58]和孟韬等[39]的研究，从数字平台整合、数字平台重构两个维度共8个题项进行测量；组织敏捷性的量表采用Cegarra-Navarro等[59]的研究，采用6个题项进行测量；知识共享采用Wang等[21]的测量量表，共3个题项；数字业务强度采用Nwankpa等[56]的测量量表，共4个题项；数字创新采用Zhao等[30]的测量量表，共3个题项。另外，选择企业性质、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等3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样本分布特征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分布特征
	特征变量
	频次/次
	占比
	特征变量
	频次/次
	占比

	性别
	男
	151
	48.2%
	公司是否使用数字化平台
	是
	313
	100%

	
	女
	162
	51.8%
	
	否
	 0
	

	年龄/岁
	<25
	35
	11.2%
	企业性质
	私营企业
	167
	53.4%

	
	≥25～35
	197
	62.9%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65
	20.8%

	
	≥36～45
	66
	21.1%
	
	外资企业
	57
	18.2%

	
	≥46～55
	14
	4.5%
	
	股份制企业
	19
	6.1%

	
	≥56岁
	1
	0.3%
	
	其他
	5
	1.5%

	学历
	高中及以下
	10
	3.2%
	企业规模/人
	<100
	50
	16.0%

	
	大专
	40
	12.8%
	
	100～299
	102
	32.6%

	
	本科
	239
	76.4%
	
	300～499
	69
	22.0%

	
	硕士及以上
	24
	7.6%
	
	500～999
	47
	15.0%

	工作年限/年
	<1
	19
	6.1%
	
	≥1 000
	45
	14.4%

	
	≥1～3
	60
	19.1%
	企业年龄/年
	<3
	12
	3.8%

	
	≥4～6
	117
	37.4%
	
	3～5
	61
	19.5%

	
	>6
	117
	37.4%
	
	6～10
	108
	34.5%

	职务
	高层管理人员
	30
	9.6%
	
	>10
	132
	42.2%

	
	中层管理人员
	133
	42.5%
	
所属行业
	机械制造业
	56
	17.9%

	
	基层管理人员
	116
	37.1%
	
	电器制造业
	43
	13.7%

	
	其他
	34
	10.8%
	
	医疗器械制造业
	32
	10.2%

	公司的渠道模式
	传统线下渠道
	29
	9.3%
	
	电子产品制造业
	75
	24.0%

	
	线上渠道
	27
	8.6%
	
	食品饮料业
	24
	7.7%

	
	先线下后线上
	228
	72.8%
	
	软件行业
	25
	8.0%

	
	先线上后线下
	15
	4.8%
	
	家电制造业
	11
	3.5%

	
	线上线下同时
	14
	4.5%
	
	纺织服装业
	7
	2.2%

	
	
	
	
	
	其他制造业
	40
	12.8%


2.2信效度检验及相关性分析
[bookmark: _Hlk98856353]采用SPSS 22.0和Amos 24.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变量的Cronbach's α值都超过了0.7，满足了0.6的最低可接受水平，且各变量的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0.7，说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中，表3的结果显示六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均显著优于其他竞争模型。六因子模型中，各变量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在0.6以上，各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AVE）值均大于0.5，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此外，拟合指标CMIN/DF=1.612，RMSEA=0.044，CFI=0.964，TLI=0.958，IFI=0.964，GFI=0.907，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各变量AVE值均大于0.5且AVE平方根均大于其对应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说明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表4为各个变量的均值（mean）、标准差（SD）和相关系数，对角线表示各变量对应的AVE的平方根。
2 测量题项及信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α值
	CR
	AVE

	数字平台整合

	DPI1我们的平台能够访问合作伙伴的IT系统
	0.813
	0.851
	0.854
	0.594

	
	DPI2我们的平台能够与合作伙伴实时交换信息
	0.749
	
	
	

	
	DPI3我们的平台能够从合作伙伴的数据库中读取相关信息(如库存信息、业务信息、客户信息等)
	0.798
	
	
	

	
	DPI4我们的平台能够与合作伙伴的系统链接
	0.719
	
	
	

	数字平台重构

	DPR1我们的平台能够接纳新合作伙伴的新功能模块
	0.755
	0.846
	0.847
	0.580

	
	DPR2我们的平台能够扩展以适应新的IT应用程序或功能
	0.780
	
	
	

	
	DPR3我们的平台采用的标准被大多数合作伙伴接受
	0.737
	
	
	

	
	DPR4我们的平台由模块化组件构成，其中大部分能够在其他业务程序中使用
	0.774
	
	
	

	数字业务强度

	DBI1我们在业务交易中使用新兴的数字技术(如云计算、社交媒体、移动)
	0.824
	0.875
	0.876
	0.640

	
	DBI2我们在公司的运营中使用新兴的数字技术(如云计算、社交媒体、移动)
	0.862
	
	
	

	
	DBI3我们的业务运营利用了新兴的数字技术(如云计算、社交媒体、移动)
	0.772
	
	
	

	
	DBI4在我们公司的运营中，我们不断投资于新兴的数字技术支持的项目(如云计算、社交媒体、移动)
	0.736
	
	
	

	数字创新

	DI1企业新开发的产品代表了新一代的数字技术
	0.791
	0.831
	0.771
	0.622

	
	DI2企业经常改进数字技术并优化业务流程
	0.780
	
	
	

	
	DI3企业使用数字技术使操作模式更加智能
	0.794
	
	
	

	组织敏捷性

	OA1我们可以快速响应客户和政府的需求
	0.806
	0.911
	0.913
	0.637

	
	OA2我们可以快速调整生产、流程和活动以满足需求波动
	0.854
	
	
	

	
	OA3我们能迅速处理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问题
	0.848
	
	
	

	
	OA4我们迅速执行决策以应对市场和政府的变化
	0.794
	
	
	

	
	OA5我们不断地寻找形式来重新发明或重新设计我们的组织
	0.708
	
	
	

	
	OA6我们认为市场和政府的变化是快速资本化和发展的机会
	0.768
	
	
	

	知识共享

	KS1我们经常与合作伙伴分享经验、技术诀窍或创新工作中的新想法
	0.734
	0.773
	0.773
	0.531

	
	KS2我们应合作伙伴的要求，与他们分享我们的方法和手册
	0.730
	
	
	

	
	KS3我们应合作伙伴的要求，与他们分享创新技术文件和工作报告
	0.722
	
	
	

	拟合优度
	CMIN/DF=1.612，RMSEA=0.044，CFI=0.964，TLI=0.958，IFI=0.964GFI=0.907
	
	
	



	模型
	X2
	df
	X2/df
	RMSEA
	CFI
	TLI
	IFI
	GFI

	六因子模型
	382.002
	237
	1.612
	0.044
	0.964
	0.958
	0.964
	0.907

	五因子模型
	741.376
	242
	3.064
	0.081
	0.875
	0.858
	0.876
	0.798

	四因子模型
	1 255.453
	246
	5.103
	0.115
	0.748
	0.717
	0.75
	0.686

	三因子模型
	1 388.192
	249
	5.575
	0.121
	0.715
	0.685
	0.717
	0.672

	二因子模型
	1 828.890 
	251
	7.286
	0.142
	0.606
	0.567
	0.608
	0.595

	单因子模型
	1 967.994
	252
	7.810 
	0.148
	0.571
	0.530 
	0.574
	0.581



表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bookmark: _Hlk100411024]表4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DPI
	DPR
	DBI
	DI
	OA
	KS

	数字平台整合（DPI）
	3.768 
	0.715 
	0.771 
	
	
	
	
	

	数字平台重构（DPR）
	3.811 
	0.754 
	0.463***
	0.762 
	
	
	
	

	数字业务强度（DBI）
	3.760 
	0.855 
	0.253***
	0.368***
	0.800 
	
	
	

	数字创新（DI）
	3.801 
	0.735 
	0.479***
	0.499***
	0.593***
	0.789 
	
	

	组织敏捷性（OA）
	3.806 
	0.785 
	0.419***
	0.446***
	0.574***
	0.491***
	0.798 
	

	知识共享（KS）
	3.863 
	0.773 
	0.351***
	0.436***
	0.372***
	0.529***
	0.533***
	0.729 


注：1）***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下同；2）对角线加粗数值为AVE的平方根。
2.3共同方法偏差和多重共线性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数据进行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对各变量的测量题项进行探索性验证因子分析，结果并未析出单一因子，其中未经旋转的第一主成分解释的方差贡献率为35.763%，满足第一个因子解释总体变异低于40%的要求，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的影响不大；此外，在模型中引入共同潜在因子（CLF）来检查共同方法偏差，通过比较有CLF和无CLF的标准化回归权重，数据结果显示并未超过最大可接受值0.2。最后，对所有潜变量进行单因素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的拟合度很差（=1 967.994， =252，=7.810，CFI =0.571，TLI =0.530，IFI =0.574， RMSEA=0.148，RMR =0.079）。另外，还对所有模型涉及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方差膨胀系数（VIF）范围在1.082～1.466之间，小于2，说明多重共线性并不显著。
3 结果分析
3.1 数字平台能力的影响作用检验
采用层级回归分析对主效应和中介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在控制企业性质、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的情况下，对数字平台能力两个维度与数字创新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对组织敏捷性和知识共享在数字平台能力与数字创新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5。可以看到，数字平台整合和数字平台重构两个维度对数字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1得到支持；数字平台整合、数字平台重构对组织敏捷性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2得到支持；数字平台整合、数字平台重构对知识共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3得到支持。

表5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组织敏捷性
	知识共享
	数字创新

	
	仅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和自变量
	仅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和自变量
	仅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和自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和中介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和组织敏捷性
	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和知识共享

	企业性质
	−0.085 
	−0.078*
	−0.007 
	0.004 
	−0.013 
	−0.004 
	0.013 
	0.014 
	−0.005 

	企业规模
	−0.016 
	−0.003 
	−0.080*
	−0.069*
	0.012 
	0.025 
	0.039 
	0.026 
	0.043 

	企业年龄
	0.070 
	0.081 
	0.067 
	0.073 
	0.043 
	0.054 
	0.005 
	0.035 
	0.034 

	数字平台整合
	
	0.315***
	
	0.211**
	
	 0.306***
	
	0.232***
	0.251***

	数字平台重构
	
	0.285***
	
	0.275***
	
	 0.297***
	
	0.230***
	0.225***

	组织敏捷性
	
	
	
	
	
	
	 0.281***
	0.236***
	

	知识共享
	
	
	
	
	
	
	 0.283***
	
	 0.264***

	R2
	0.018 
	0.235 
	0.017 
	0.167 
	0.004 
	0.256 
	0.258 
	0.304 
	0.320 

	△R2
	 
	0.217 
	 
	0.150 
	
	0.252 
	0.255 
	0.048 
	0.064 

	F值
	1.910 
	 18.869***
	1.822 
	 12.324***
	0.399 
	 21.103***
	 21.391***
	22.305***
	24.026***


3.2 组织敏捷性、知识共享的中介效应检验
[bookmark: _Hlk101513371]从表5可以看到，加入中介变量组织敏捷性后，自变量数字平台整合、数字平台重构对数字创新仍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回归系数明显降低，这说明组织敏捷性在数字平台整合、数字平台重构和数字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4得到支持。另外，在加入中介变量知识共享后，自变量数字平台整合、数字平台重构对数字创新仍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回归系数明显降低，说明知识共享在数字平台整合、数字平台重构和数字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5得到支持。
为更直观地分析两种学习方式的中介效用值大小，采用Bootstrap法对组织敏捷性和知识共享的并列中介效应进行验证，使用SPSS中的PROCESS模块，样本量设定为5 000个，置信区间的置信度设定为95%。如果结果显示的置信区间内不包含0，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效应
	路径
	系数
	标准误
	t
	P
	95%区间

	
	
	
	
	
	
	下限
	上限

	直接效应
	DPI→DI
	0.264
	0.054
	4.894
	<0.001
	0.158
	0.370

	
	DPR→DI
	0.246
	0.052
	4.753
	<0.001
	0.144
	0.348

	间接效应
	总间接效应
	0.167
	0.043
	/
	/
	0.089
	0.255

	
	DPI→OA→DI（IND1）
	0.088
	0.031
	/
	/
	0.032
	0.152

	
	DPR→KS→DI（IND2）
	0.080
	0.031
	/
	/
	0.029
	0.152

	
	总间接效应
	0.168
	0.040
	/
	/
	0.096
	0.250

	
	DPI→OA→DI（IND3）
	0.086
	0.030
	/
	/
	0.036
	0.151

	
	DPR→KS→DI（IND4）
	0.082
	0.030
	/
	/
	0.033
	0.149

	对比效应
	IND1－IND2（c1）
	0.008
	0.045
	/
	/
	−0.085
	0.091

	
	IND3－IND4（c2）
	0.004
	0.044
	/
	/
	−0.084
	0.089


注：1）IND1~IND4分别代表【什么？】，c1、c2分别为组织敏捷性和知识共享间两个中介效应的比较系数；2）/代表【什么？】。
（1） [bookmark: _Hlk102826370][bookmark: _Hlk102827143][bookmark: _Hlk102827381][bookmark: _Hlk102826419]数字平台整合对数字创新的直接效应和总间接效应均显著，置信区间分别为[0.158,0.370]和[0.089,0.255]，均不包含0，效应值分别为0.264和0.167。在数字平台整合对数字创新的间接效应中，中介路径IND1和IND2均显著，置信区间分别为[0.032,0.152]和[0.029,0.152]，均不包含0，其中组织敏捷性的中介效应值为0.088，占总效应的20.42%；知识共享的中介效应值为0.080，占总效应的18.56%。
（2） [bookmark: _Hlk102931715]数字平台重构对数字创新的直接效应和总间接效应均显著，置信区间分别为[0.144,0.348]和[0.096,0.250]，均不包含0，效应值分别为0.246和0.168。在数字平台重构对数字创新的间接效应中，中介路径IND3和IND4均显著，置信区间分别为[0.036,0.151]和[0.033,0.149]，均不包含0，其中组织敏捷性的中介效应值为0.086，占总效应的20.77%；知识共享的中介效应值为0.082，占总效应的19.81%。上述结果说明组织敏捷性和知识共享的中介效用得到了验证。进一步分析发现，组织敏捷性和知识共享的中介效应间比较系数c1、c2分别为0.008和0.004，但是其所在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85,0.091]和[−0.084,0.089]），均包含0。这表明组织敏捷性和知识共享在数字平台整合、数字平台重构对数字创新的关系中所起的中介作用不存在显著差异。
3.3 数字业务强度的调节效应检验
[bookmark: _Hlk101519253]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见表7。可以看出，数字业务强度对数字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敏捷性和数字业务强度的交互项对数字创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示数字业务强度的升高会削弱组织敏捷性对数字创新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6成立；而知识共享和数字业务强度的交互项对数字创新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数字业务强度的增强会削弱知识共享对数字创新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7也得到支持。
表7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数字创新

	
	仅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和中介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及其与中介变量交互项

	企业性质
	−0.013
	0.013
	0.019
	0.019

	企业规模
	0.012
	0.039
	0.035
	0.029

	企业年龄
	0.043
	0.005
	−0.016
	−0.011

	组织敏捷性
	
	0.281***
	0.126*
	0.195***

	知识共享
	
	0.283***
	0.249***
	0.213***

	调节变量
	
	
	
	

	数字业务强度
	
	
	0.312***
	0.336***

	组织敏捷性×数字业务强度
	
	
	
	−0.271***

	知识共享×数字业务强度
	
	
	
	−0.254***

	R2
	0.004
	0.258
	0.354
	0.439

	Adjusted R2
	−0.006
	0.246
	0.342
	0.424

	F值
	0.399
	21.391***
	27.971***
	29.712***



根据表7的调节效应结果，可以绘制出不同数字业务强度水平下的调节效应图，分别如图2和图3所示。观察可知，在数字业务强度较高的情况下，知识共享对数字创新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组织敏捷性对数字创新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即数字业务强度削弱了知识共享对数字创新的正向影响，同时也减弱了组织敏捷性对数字创新的正向影响。

图2 数字业务强度在组织敏捷性与数字创新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图3 数字业务强度在知识分享与数字创新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拥有先进数字技术的企业因其高度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特征，能够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新形势，而数字平台为其提供了数据驱动的洞察力，使企业能够准确地分析市场趋势、客户需求和供应链状况，以更精准地制定战略规划和业务决策。随着数字平台能力对于企业创新的重要性显著彰显，本研究从制造企业视角出发考察数字平台能力对于数字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得出的结论如下。
（1）数字平台能力可以促进数字创新的发展。得益于其强大的信息资源整合能力，数字平台为不同群体实现通信互动提供支持。数字平台作为一个多边市场平台，仅靠自身难以对数字创新产生影响，还需要组织敏捷性和知识共享行为来调动与利用这些丰富数据和信息资源的流动，进而实现创新绩效的提高。数字平台能力中的平台整合功能可以为组织提供获取超出自身资源的能力，提高成员之间的协作效率；而平台重构能力能够使资源更好聚拢和高效率获取[39]。通过这两个核心能力，企业不仅能够在内部形成良好的沟通机制，还能更便捷有效地获取外部资源，同时加深与外部合作伙伴的紧密联系，进而使得企业提高了自身数字创新绩效。
（2）组织敏捷性和知识共享在数字平台能力对数字创新的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在已有研究中通常只选择对其中一项进行研究，很少有研究将组织敏捷性和知识共享结合起来考虑。本研究选择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数字平台能力中的平台整合能力可以增强内外部资源的沟通，实现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而平台重构能力有助于改善成员间技能。以上这两种能力【之大不明确】在各个方面都离不开知识共享来实现信息资源在组织内外部的流动，组织敏捷性在积极应对平台能力中活动与目标的沟通、协作以及适应新的合作伙伴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可见，数字平台能力对数字创新的推动作用离不开组织内部协调共享的积极作用。
第三，数据业务强度在组织敏捷性与数字创新以及知识共享与数字创新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数字业务强度高的企业能够快速抓住机会，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提高创新绩效：首先在企业运营过程中能够更加频繁地使用尖端数字技术；其次可以提高利用现有资源的能力；最后与合作伙伴之间能够建立和利用实时的跨组织数字连接模式[36]。由此可见，高DBI的企业意味着具有强大的IT能力和数字连接能力，组织之间通过高DBI进行更快更便捷的知识共享，这反而抑制了企业利用知识共享来促进数字创新；此外，DBI高的企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依靠数字技术与内外部合作伙伴建立数字联系，快速应对战略实施和调整，在这种状态下组织敏捷性对于数字创新的实现影响相对减弱。
4.2实践启示
首先，制造企业需要明确数字创新的重要性和可操作路径。新冠疫情对制造企业的传统运作模式产生了重大冲击，但具有较高数字平台能力的制造企业通过远程工作、数字协作和云端服务成功维持了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以更灵活的方式满足客户需求。这表明，在外部环境不稳定的条件下，企业需要具有数字能力来快速获取外部信息资源，同时需要自身敏捷性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企业不能仅仅停留在组织内部，还应加强与外部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的紧密联系，通过积极发展双方的数据业务强度加深合作和资源的共享，从而推动产品、业务流程和模式的创新，实现数字创新。
其次，管理者们应该认识到构建数字平台能力的重要性。《“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数据资源蕴藏着巨大的价值，数字化发展是企业的必经之路。而数字平台能力通过平台整合和平台重构，极大扩展了制造企业的业务边界：一方面，企业通过数字平台获取重要信息数据和资源实现了自身的创新；另一方面，数字平台也将企业与其他参与者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更加复杂而有序的商业生态系统。管理者还应重视内外部合作中的组织敏捷性和知识共享，加强与合作伙伴间数据资源、技术和信息的分享与学习，实现开放式合作关系。
最后，数字业务强度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当数字业务强度较低时，管理者应加强IT建设和数字战略方向【词语搭配不当】，促使知识在内外部更高效流动，并积极调动自身的能力【什么能力？】。当数字业务强度较高时，企业可以将资源转移到组织建设的其他方面，合理使用资源，重视与外部合作伙伴建立良好的关系，确保企业间数字业务保持密切联系。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实证的方法，用截面性质的调查问卷进行数据收集，在之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加入案例研究，并从不同时间纬度分析变量之间的演化关系；此外，在未来相关研究中可以考虑加入行业和国家制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以丰富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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